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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堂书院学长制研究

朱华伟，李承先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阮元１８２０年在广州设立的著名书院学海堂，在近代书院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出于传统书院山长制

式微和发展经学的缘故，阮元在学海堂实行了独特的教学管理制度———学长制。学长制的具体程式与职责是季课

考察、指导生徒学术修为、举行雅集活动、综理书院事务和参与教学。学海堂前后存续了近百余年，培育了大批学

人，促进了教育模式的地域流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中，学长制成为中国传播“宪政”思想的媒介，并且在一定

程上使大学管理走向民主与科学。探究学长制可为当代研究生导师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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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于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了学海堂书院。
随着传统书院山长制式微，加之发展经学的需要，阮
元在学海堂实行了独特的教学管理制度———学长
制。“学长”即主管学习事务的人，最早出现于《能改

斋曼录》：“乃命耆为学长，张景宗观察为副学长。”［１］

学长制和汉代太学的“次第相授”（由高业弟子向低
业弟子传授知识）有异曲同工之处。学长制作为学
海堂书院的教育管理制度，其本质与传统书院山长
制相对立，它属于集体领导，体现的是分权与制衡机



制，强调分工与协作结合，递增教学管理成效。山长
制实行的是独裁管理机制，事权归属山长一人，对其
学识道德要求甚严，一旦山长良莠不齐，势必影响书
院教学与学术声誉，为世人所诟病。目前，学界对学
海堂研究多集中于其经学教育。翁筱曼［２］认为学海
堂教学以经学考据、辞赋诗词为主，不习“八股文”。
於梅舫［３］认为传统书院在“官学化”的道路上执拗于
僵化无用的科举制度，而学海堂转向“实学”的考据
治学范式，意在扭转前者的学术偏向，重塑士子的德
行睿智。学海堂经学教育在树立儒学话语权力的同
时，也是对明清以来程朱理学理念在学术上大一统
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建立在自汉代以来文物词章等
“实学”的复兴。董铁柱［４］认为阮元不仅是汉学大
家，而且也是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学者与政治家二
元一体的身份，使其肩负着兴学育才与为官从政的
双重职责，创办学海堂不仅可以教化一方，更是德政
体现。从上述既有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对学海堂的
文化教育及学海堂创立动因分析鞭辟入理。但是，
学界对学海堂内部组织结构，特别是对阮元实行“学
长制”管理模式的研究较为罕见。故此，笔者试对学
长制设立缘起、学长具体职责、学长制的影响及其对
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启示，进行探微溯源，以期对相关
研究有所裨益。

一、实施学长制的缘起

（一）传统书院山长制式微
山长是唐朝至清末传统书院的负责人，负责书

院教学与日常管理，其个人学识品行关乎书院兴衰
成败。文翁兴学大变蜀地民风，苏胡教法名噪一时，
皆得益于山长的学识与担当。清廷对书院山长的人
选问题颇为重视，深感德才兼备之人的难选。“若一
人教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
德既可以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余。此等人，岂可易
得？”［５］清末，山长制已经腐败不堪，不足以承担兴学
育人的重担，改革书院管理体制亟不可待。书院“为
郡县者攘为己有，且各请院长以主之。所谓院长，或
为中朝所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贸然
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入其中，往往
家居而遥领之，利其廪给，以供糊口。甚者诸生有经
年而不得见，见而未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
之旨茫茫无所解。”［６］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
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７］１１２４，对

书院选聘山长用人不当早有耳闻，深知书院山长制
积弊丛生，“原以山长为多士观摩，若徒视为具文，漫
无考核，即无以为激劝之资，则日久因循，未免怠于
训课，惟知恋栈优游，诸生或且习而生远，恐于教学
无裨。”［８］因此，他规定学海堂“永不立山长，亦不允
荐山长”［９］。

（二）发展经学的需要
清廷自乾隆起闭关锁国，只在地处海疆的广州

设立“十三行”与国外进行商贸往来，故当时广州的
经济发展优于江浙一带。但是，１９世纪的广州仍处
于文化的边缘，未进入主流文化圈。“广南人士，不
如江浙，盖以边省少所师承，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
指可数。故州郡书院，止以制艺试帖与诸生，衡得失
而士子习经，亦但取其有涉制艺者，简练以为揣摩，
积习相沿，几于牢不可破。”［１０］２７９广州的士人学子仍
醉心于科举制文，并且“濡染阳明绪余，祖法乎良知
之说，与康成晦庵相违，视六经为支离，薄训诂研索
为末务。士子稍解握管，辄高谈妙论，凡目所未见之
书，辄指为伪册，父诫其子，师训其徒，牢不可破，空
疏无据，流弊三百年”［１０］２７６。为扭转轻视经学文风，
树立实学在广州的学术地位，学海堂自成立起以“专
勉实学”为宗旨，由阮元亲自授课，向学生讲经析疑，
“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
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
途。”［１０］２７１因此，从阮元为学海堂立下的学术宗旨可
以看出，学海堂不侍举业，专攻经学。但是，学海堂
诸生学习范围远远超出科举应试内容。“昔者何邵
公（何休）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与康成并
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士
多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家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
《仓》和《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虽性之所
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１１］故此，学
海堂在选举学长时，要求学长在经学方面必须学有
专攻、各有所长，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多领域治学。
“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兼该众体，不能独理，
故必八学长，协力启导，庶几人才日起”［１２］，并“设经
古之课，不专一题，俾得所近，不速其期，俾尽所
长”［１７］２５，学长要各有所长，互相补足。吴兰修等人
作为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虽在官场称不上佼佼者，
但在经学、金石书画等方面确有建树。从表１学海
堂八学长简况中的学术成就［１３］，可知其在“实学”上
的造诣与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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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学海堂八学长简况
学长 籍贯 为政经历 学术成就

吴兰修 广东嘉应 官至信宜县训导，曾出任粤秀书院监课
刊刻过《岭南丛书》，著有《端溪砚史》《桐华阁词》《南
汉记》《宋史地理志补正》《荔村吟草》《学海堂集》《学
海堂丛刊》《南汉金石志》《吴兰修词选》

熊景星 广东南海
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举人，官至开建县
训导

著有《吉羊溪馆诗集》《题画诗》等

马福安 广东顺德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散馆
后分别在四川犍为、福建顺昌、诏安、漳浦等
地任县令，累官至安徽省六安州知州

撰有《鉴古经世编》《明代名臣传赞》《止斋文钞》《贞冬
诗存》等

林伯桐 广东番禺
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举人，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选授德庆州学正

著有《修本堂稿》《粤风》《两粤水经注》《古谚笺》《供冀
小言》《史举蠡测》《毛诗通考》《左传风俗》等

吴应逵 广东鹤山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举人
著有《雁山诗文集》《谱荔轩笔记》《岭南荔支谱》《鹤山
县志》等

赵均 广东顺德 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副贡，仕历学正
均有干才，明算数，以开方法测量皆准，著有《自鸣轩
吟草》

徐荣 广东广州
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浙江，
历官遂昌、嘉兴、临安诸县，后升绍兴知府，调
至杭州，署杭嘉湖道，以清廉著称

著有《大戴礼补注》《梅统》《日新要录》《怀古田舍诗节
抄》等

曾钊 广东南海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拔贡生，官合浦县教谕，调
钦州学正

《周礼注疏小笺》《二十部古韵》《诗说》《论语述解》《读
书杂记》《异物志》《面城楼文存》《面城楼集》

　　八学长中，吴兰修独好文史，治学严谨，工诗文，
擅算学，精考据，自称经学博士。曾钊在“仪徵阮元
督粤，震泽任兆麟见钊所校《字林》，以告元，元惊异，
延请课子；后开学海堂，以古学造士，特命钊为学长，
奖劝后进”［７］１５２２。林伯桐“于诸经无不通，尤深于毛
诗”［７］１５２４。学海堂八学长在经学方面的学术功力相
当深厚，能够得到学术大家阮元称赞，亦非泛泛之
辈，在当时岭南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学海堂季课，应课学生数量多，需要更多学术、
管理双兼型教师。”［１４］２６学海堂实行季课，一年四次
考试，但是规模甚大。据《学海堂丁亥课士录》载，考
试结束后学海堂会对学生进行奖励，“经史取七名，
次取八名。又次取四十六名。诗赋上取六名，次取
十名，又次取七十七名”［１５］，奖励学生共计１５４名，
可推知参加课试生徒的人数更多，如此大规模的考
试若单靠山长一人断然无法完成，故而需要学长参
与课试管理。

二、学长制的具体程式与职责

从吴兰修等人的生平履历可见，他们在广东、海
南、福建等地或仕、或官、或学，在当地不仅学术声名
远播，又熟知本地政务民风。可见阮元在考虑学长
人选时，不仅基于当地“经学不兴”的学术境况，也有
向学长咨询政务的需要，故而学长兼有顾问角色。
这与阮元当时在广东所处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

“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
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
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
其贸易。”［４］１４２４。当时，广东鸦片流毒，泛滥成灾。
阮元作为地方执政疆臣，面临烟毒横行，必会多方查
寻，最为便捷之处，莫过于求教当地学人。故而，八
学长在监理学海堂职事的同时，定然参与阮元幕府，
为其施政参详献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稷下学宫
各派学者就为齐国统一中国提供资政议政的咨询服

务，学海堂的八学长亦无出其右，因为中国社会的传
统知识分子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负“乡
评”之高者，足以说明此人在当地早已声名远播，威
望甚大，选择“乡评”高的学者担任学长，于书院、于
地方治理均百利而无一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学长作为教学与管理人员，必须品行高洁，如此才
能尽职尽责，有始有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
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１６］以
“品行”为先，而后审视其才能是否胜任人师职责，这
并非重德轻才，而是出于德才兼具考虑。由此一来，
八学长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杏坛执教，弦歌不绝，
均能以道义为重，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师。

（一）季课考察
学海堂以季课考察学生，每年举行四次大型考

试，这是阶段性的课试，主要用于考察生徒的阶段学
习情况，以便对后续学习进行指导。季课每次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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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出题，包括经文题、文题、诗题三类，并于每个季度
的第一个月将试题备好。起初阮元规定在学海堂中
由两位学长出题，一季一换以均劳逸。学长出好试
题之后，将其贴在学长寓所周围以及街市，在试卷上
标明具体交卷地址和交卷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学海
堂草创之际，书院附属于广东城西文澜书院拥挤之
处，场地局促不堪。广布试题，一方面可以让广东生
徒更广泛地参与考核，另一方面对生徒既有学业上
的益处，对于答题优异者更有经济上的资助。考核
结束之后，学长根据其答题优劣，评定等第，给予膏
火。后来，阮元规定在学海堂中让八位学长轮换出
题，由于八学长个人治学趣旨迥异，难免有分歧。故
而，卢坤督粤后，规定八学长商议出题，以期尽善尽
美，并且总督、巡抚、学政三大宪亲自到堂考核学生。
学长奉三大宪之意出题，题毕将其呈现宪府，由官府
定夺。但是，官府对学长所出试题并未严加限制，只
是从中择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海堂、学长以及生
徒在学术上的自主性。① 根据学海堂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冬试课题可知，考试内容涉及经学、史学、
诗学，共八道题。其中，经学两道题，其一是“《礼记》
郑读考：郑氏注《礼记》间有改字，然皆有所承受，如
《檀引·子显》引卢氏：古者名字相配，‘显’当作
‘韅’，注其慎也。云慎当为引，礼家读然是其证也。
其他会通声音文字之原而审定之者，最为精核，试评
考而疏证之”；其二是“《公羊传注》引汉律考：何邵公
解《公羊传》，多引汉律以证其说，又不明言律而通其
意者，如桓十三年传注云：自败当坐。文二年传注
云：漏言当坐之类，试证以今律详考而发明之”。史
学两道题，其一是“《宋史·孙奭传》书后：孙宣公在
北宋称为大儒，而《宋元学案》不载，宜读其传而论
之”；其二是拟重修粤秀山文澜阁碑记（骈体）。诗学
四道题，其一是“梅田赋（古体）：萝冈洞以种梅为业，
花时村原弥望，阡陌尽缟，署曰梅田，盖赋之”；其二
是“岭外游仙诗七首，拟郭景纯《游仙》即次原韵”；其
三是“火轮船行（七古）”；其四是“行庵杂咏八首（七
律）：瘿瓢，赤藤滇杖，笠，屐，尘尾，铜瓶，英石研山，
盆鱼”。［１４］７７

（二）指导生徒学术修为
卢坤令学长在学海堂荐举立志专注经史实学、

不求闻达、文如其人，品行端正无暇的生徒，诸生“有
喜为浮艳诲淫之词，无庸举列：其曾攻刀笔者，亦勿
列入。至鸦片烟酒干例禁，凡在仕林，谅俱自爱，万
一有犯此者，亦勿列入”［１８］１８。学长对肄业生徒要求
甚严，不仅要有安心治学的修养，而且必须品格高

尚、洁身自好、不慕官场。但是，审视学海堂首任八
位学长所举生徒可发现，有１０名专课肄业生科名在

身，包括“陈灃（举人）、张 （举人）、吴文起（副贡）、

朱次琦（附生）、李能定（附生，已于乡试中式）、侯度
（附生，已于乡试中式）、吴俜（廪生）、潘继李（已补廪
生）、金锡龄（已于附生应乡试中式）、许玉彬”［１７］６９。

功名在身，意味着生徒的学业修为已经有了一定的
基础。科举考试有帖经、墨艺、策论等固定程式，内
容以四书五经、诸子经典为主。它是对通识教育进
行考察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考察应试者是否具有
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否适应拜官治民的需要，但对生
徒增进自身学术修为的功效不明显。生徒择师而
从，向学长请教指导，可以使其学术宜加精深，这对
改变以科举为目的的功利性治学倾向，对发展实学
大有裨益。学海堂一般会要求肄业生先在《十三经
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
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等书中，自择一书学
习，学成后由学长对其所学内容进行检查，考核学生
对知识理解是否有偏差。肄业生根据个人学习情况
的不同，可以先读句读，亦可评论校订、摘录精华，或
可著述己论、创作发明。此外，为防止生徒心浮气
躁，学长会给肄业生每人一个学习“日程薄”，相当于
学习进度计划，详细记录其当日所学功课。肄业生
每日填注日程薄，不仅有助于安排其每日学习进程，
而且便于学长对其学业优劣进行指导评价。广东巡
抚郭嵩焘规定肄业诸生对所读之书要用需要用红笔

进行标注，夹批或眉批，批注必须工整有序，不得凌
乱。由于清末学海堂屡遭兵祸，仕子难免心有余悸，
不能潜心修学，此举意在督促肄业生勿为外界世变
纷扰所惑，致力学术。

（三）举行雅集活动
儒家教育认为独学则无友，孤陋则寡闻，师生之

间群体性交流可以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改变狭隘
的见解，故此学海堂十分重视集体交流。学海堂秉
承传统，学长与生徒都重视课外集体学习活动———
雅集。举行雅集，不仅可以舒缓生徒的身心，也还可
增进其对本学堂历史渊源的体认，永记学海堂以实
学为本的传统，继承学堂在闲暇休息之时，仍旧保持
孜孜不倦求学的风尚。雅集活动学长和生徒齐同参
加，活动内容丰富，包括祭祀、郊游、以文会友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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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祭日，师生于学海堂中的
阮太傅祠祭祀阮元，学海堂师生齐聚祠堂，瞻仰阮元
画像，牢记阮元对学海堂的期望。参加祭祀的不仅
有学海堂师生，亦有其他宾客，主要是阮元门下弟子
以及故旧好友。春季课考结束之后，学海堂举行郊
游活动。盛夏天干物燥，师生破晓登上，在山上读书
至晚，并且彼此讨论交流研究心得，相互启发。七月
五日是“生朝节”，学海堂师生志同道合者约定时间，
在祠堂行“释菜礼”祭拜孔子。中秋前后“相约为坐
月之游……不及俗事，只谈风月也。有坐论者，有行
吟者，随意所如”［１７］９５。重阳寒食节，“游者坌至，同
人秋集，不必依期……展宋玉之赋，诵明泉之诗；不
出户庭，携壶翠微，惟此堂为然”［１７］９６。冬至将近，本
年度学习日程即将结束，师生携手登学海堂山亭，登
高远望，彼此抒歌言志，分享学术见解。这些期会大
都在每季课试结束之后举行，这也暗合儒家“藏息相
辅”的育人之法。雅集是融趣味性、知识及道统性于
一体的群体性活动，学长与生徒同游同行，一起焚香
论茶，谈经说道，怡然同乐，突破了旧时书院学规对
生徒的拘束。

（四）综理书院事务
书院事务繁多，山长分身乏术，难保各项事宜井

井有条，而八学长分工协作，可提高书院管理水平。
学海堂作为实体教育机构，学长身兼两职，即“负责
书院行政与教学事宜”［１８］。书院事务涉及学长薪俸
管理、出版生徒课业佳作、祭祀、奖惩、藏书、书院学
田租金管理、乡绅宦达捐赠，佣人管理、书院建设等，
这些均由八学长协力公办。阮元去世之后，学海堂
启秀山房奉祀其神牌，供师生祭拜。学海堂每季课
试结束之后，学长根据生徒课业等第发放膏火。而
且，学长会从生徒课卷之中选取若干优秀作品，整理
成册，刊刻出版。“道光四年秋九月，阮公因缮城垣
来相版筑……爰启堂基于此，而命学博吴兰修、赵均
董其役。”［１９］学长赵均擅长土木工程营造事务，阮元
在学海堂书院选址、建造房舍与物料选购，均交付赵
均处理。

（五）参与教学
阮元说：“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即劝通

经，兼该众体，非可独理。”［１７］２６“学长与山长无异”是
指学长与山长一样担负书院教学与行政职责。传统
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沦为科举制附庸，官学化日
趋严重，而且多数书院平时所习不外乎科场墨文，陈
陈相因，毫无新意，内容也相对狭隘。山长一人足以
胜任教学职责，但是学海堂以考据学、朴学为治学趣

旨，内容涉及经、史、子、集，涵盖音训、名物、器物，断
非山长一人能担之。在学长制下，学长术有专攻，在
教学活动中各用学术所长。阮元曾提出文笔理论，
认为用韵排比对偶者才能称为文章；而无韵，无排
比，无对偶者只能称为笔记、随笔、杂感。学海堂学
长在教学内容上同样秉持了阮元这一理论，特别是
在文学教学方面，侧重于诗、词、文、赋等内容，形式
上讲究格律。谭莹就是因为善长写骈体文，工诗赋，
被阮元聘为学长，教授学生。卢坤督粤之后，为进一
步使学长在教学上能够一如既往恪守传承古学的风

尚，特札喻学长“期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
新题，据用汉魏六朝人诸题……均应遵照旧章，以劝
古学”［１７］４。并且，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学海堂冬季
课试题目可知，学长的教学内容具有崇古之风。在
教学方法上，学海堂除了课堂教学，还经常举行雅集
活动，激发学生创作灵感。学长与诸生在郊游观赏
之中，相互讨论，彼此启发，创作出许多优秀诗歌作
品。学长在教学中也重视学生自学，让学生根据学
术兴趣选择自己擅长的学科门类加以研究。学生自
学不仅体现了学长对诸生因材施教，而且也体现了
对传统山长独霸讲习、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消解，有助
于提升诸生独立的学术探究能力。此外，学长采用
“讲座制”讲学，定期举行专题学术活动。“学海堂历
来学长有金纪堂、陈兰甫、黎大椿、陈梅坪、梁禹生诸
先生，每月讲学两次。”［２０］２０讲座制可以让生徒了解
学术领域最新发展，增长其见闻。“学海堂聘请学长
多名，由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材生担任，负责教学和
指导学生研究学问。陈澧担任学海堂学长达２７年
之久。他对莞人士请益者，随问随答，无不惬其意而
去。”［２１］

三、学海堂学长制的影响

（一）学长制促进教育模式地域流转
生徒来源广泛，决定了学海堂肄业生具有多向

维度的辐射性。生徒在学长的指导下，从书院走向
四面八方，把书院注重经古训词的教育模式向各地
传播，促进了教育模式的地域流转。“学海堂的学长
和生徒共有四十人次执教过二十三所书院，地域分
布颇为广泛，涉及广东诸多地区：南海、香山、南雄、
东莞、广州、番禺……还有广西的桂林。更有甚者，
远至武汉的两湖书院，开封的大梁书院。”［２２］１３２－１３３

比如，学长陈灃就任菊坡经舍山长后，要求“请如学
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２３］，革新教学模式。学海堂
每年举行四次大型季课考试，陈灃仿学海堂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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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课次数，每年达三十课。为了力推实学，陈灃让菊
坡经舍学生在经、史、子、集中任选自己感兴趣的门
类加以研修，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制度相似。同
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广州菊坡精舍仿学海堂事例，以
经学、史学、诗赋考课学生，使学生各尽所长，以此为
学术根底。学海堂肄业生冯树勋，于１８５５年任江苏
南汇县知县，建立芸香草堂，仿学海堂课式，每月以
诗赋经史课式学生。天津问津书院又称“北学海堂
书院”，得益于直隶学政钱陈群受将学海堂注重经学
的教育模式在问津书院实行。学长制下的学海堂培
育了许多经学人才，不仅改变了岭南士子束书不观、
空疏程朱理学心学的积弊，向实学转变，更将这种教
育模式向北方推进。

（二）学长制推动学术研究
学海堂的学长不仅指导生徒研习课业，而且在

郊游之中师生共同讨论启迪，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
量的学术著作，如《皇清经解》《学海堂全集》《学海堂
课艺》等。《皇清经解》初名《清经解》，该书是阮元与
学海堂八学长以及书院诸生在道光初年，收集乾嘉
学派经学注解名著，包括顾炎武、全祖望等人的学术
著作，内容遍及文字、音律、地理、仪礼、经学、历史
等，加以校刊，至道光九年辑录刊刻结束，全书共收
录七十三家学者学术著作，共计一千四百卷。《学海
堂全集》收录优秀生徒课业成果，共四集，二十八卷，
达七百零一篇，包括诗歌，词曲、文赋、骈文、颂赞等。
“这些书籍，既是学术研究成果，又是重要的教学参
考书，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了书院教学和研究活动
的开展。”［２４］２７４特别是《皇清经解》对经书注解汇编，
不仅改变了以往传注散落于各书之中不便学习者查

询的弊病，而且也是对不同学派经注的一次梳理与
整合，反映了学长与生徒以学海堂为载体，对传统经
学发展的总结，暗合了清末文化向集大成方向迈进
的趋势。嘉庆、道光年间，广东财茂民殷，文人墨客
逐渐取法学海堂治学门径，专攻经史典章，诸家学者
辨无虚日。学海堂专课生吴俜著《春秋公羊札记》二
卷，学海堂主讲钱仪吉称赞有加。学海堂学长陈灃
的嫡传弟子廖廷相、桂文灿更是学术成就斐然。廖
廷相早年就读学海堂，后又任学海堂学长，著有《三
礼表》一书和两卷《粤东水道分合表》。同治元年，桂
文灿进京，向同治帝送呈《经学丛书》，帝赞誉“所呈
各种考据，均尚详明……诸经说多有纠正，荟萃众
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２５］从１８２６年至

１９０８年，学海堂先后聘任赵均、曾钊、侯康、廖廷相、
张维屏等五十五人为学长。从学海堂毕业的学生，

有专著问世者达三百多人，著作近几千种。这些学
长在教学之余，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例如，张维屏
就任学海堂学长之后，在闲暇之余，将当朝诗歌批评
会编撰成大型《国朝诗人征略》，共计六十卷。①

（三）学长制对维新变法之贡献
阮元虽然为西方科技工作者立过《畴人传》，但

是他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并未将近代科
技知识纳入书院之中。因而，学海堂中学长和生徒
埋首故纸堆，研习内容仅限于经学考据，不问世事，

与当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崇尚西学，寻求经国济世
之术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门
户洞开，西学涌入，在外界武力干涉下，中国封建社
会进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阶段。面对国
势衰退的形势，士大夫阶层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

器物层次的改革，出现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但是，
甲午战争后，改革彻底失败。作为学长陈灃的嫡传
弟子，梁启超称：“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
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亦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
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
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一旦尽失其故垒……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学海
堂，而间日请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２６］

作为学海堂的佼佼者、科举考试的胜出者，梁启超
“舍弃旧学”并非是说“学长制”已成窠臼，相反“学长
制”具有高效的教学与管理功用，颇受后继者青睐。

梁启超离开学海堂后协助康有为办理“万木草堂”，
出任学长。“教学内容虽沿用了义理、考据、经世、和
文字等传统提法，但包括西方哲学、万国史学、地理
学、数学、格致、外国文字、政治原理学……，称为酝
酿、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场所，也造就了一大
批维新人才，梁启超即是典型代表。”［２０］３３６万木草堂
在草创之际，缺乏精通西方宪政的师资力量，康有为
在梁启超与陈千秋等“十大学长”的协助下编写了
《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等书，使万木草堂在短短
三年之内，学生人数扩充到近千人，并迅速传播西方
宪政思潮，扩大了维新变法的舆论影响。

（四）学长制走进近代大学
“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为议员，而

大学总长为议长。凡各科废置规制变更，皆公议而
后定。”［２７］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主张在京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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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国钧在《岳麓书院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发表的论文《清代
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中，论述了学海堂学长人数以及毕业生著作数
量。



堂仿照日本程例，设置评议会作为权力机构，各科学
长不仅身兼教务之任，而且负有监察之责。但是，成
立后的京师大学堂并未成立“评议会”，而是以各科
“监督”代替“学长”，其教学管理也未汲取“学长制”
的民主色彩，而是倾向于集权与专断。１９１２年蔡元
培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各
科设学长，代替总监督及各科监督。”［２８］此时的学长
制更倾向于肃清封建管理体制，转向民主化。辛亥
革命之后，严复由总监督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聘任
叶可梁为农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胡仁源为工
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夏元瑮为理科学长。严
复之所以聘任这些人为各科学长，是因为其认为“各
科为教育最高之级，责任至为繁重，非得学望素孚之
人相助为理，难期实效。该学长等学有专长，并富经
验，所任各科事务，办理井井有条。”［２９］当然，这些学
长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大学管理都是可圈可点的。
其中，夏元瑮是我国第一位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学者，开创了中国物理学教育史先河。学长胡仁源
后担任北大校长，聘请顾辜鸿铭等旧学深厚的学者
来北大任教，并且不断对北京大学教育教学进行改
革。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为蔡元培在北京大
学继续改革，奠定了基础。１９１７年，蔡元培聘任陈
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者将《新青年》从上
海带到北京大学，《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文科曾经是北京大学最为保
守的学科，由陈独秀任其学长无疑是蔡元培对其陈
腐学风进行的革新。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时的学长
制具有“政治变革”的媒介功用。

四、结论与启示

学长制注重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学提
高自我学养，“重视知识的传授和智能的开发，侧重
学生的自我修养和大师的榜样作用”。［３０］学长制的
特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每位学长学有专
攻，也即是学长在治学领域有不同的倾向，有助于学
生获得多元化知识。其二，学长指导学生学习，也即
是学长侧重于对学生学业进行高屋建瓴式解惑答

疑，着重对学生进行治学方法指导，而非面面俱到，
这在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中有很好体现。其三，学长
与学生共同致力学术研究，学海堂很多学术成果都
是师生合作产生的。其四，学海堂师生不事科举，不
论学生在学海堂求学抑或学长在学海堂授课，均是
出于发展“实学”的学术动机，而非为求取功名利禄。
其五，学长制发挥“双主体”的作用。在教学上，八学

长协作授课，发挥学长在教学生的主导作用；学生根
据学术兴趣，自选学科门类，择书专研，遇到疑问向
学长请教，拓展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学长制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学海堂就读的
学生具备深厚学识，之所以在学海堂学习，主要是为
了进一步将学术修养更加精进。研究生教育也是如
此，相比本科教育而言，研究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已经
积累相应的学科知识，但是，这些知识相对较为宽
泛，也即是宽而不精。因此，研究生导师之间应加强
合作，侧重于对研究生进行研究范式、研究技能的指
导，使研究生能够掌握规范的科研方法。其二，学海
堂学生在学长的指导下自主学习，这种学习是建立
在各个学生的学术兴趣研究基础之上。导师在指导
研究生开展读书研讨会或学术研究沙龙时，应引导
研究生定位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帮助研究生把握
学术研究前沿，找准研究方向，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
兴趣。其三，学海堂师生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因此，
应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到导师研究课题之中。但
是，并非每个导师都有国家级（省市级）立项课题，为
了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大学可以为研究生专门设立
校级科研项目，训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其四，学海
堂师生的学术动机无功利化倾向。因此，研究生从
事学术研究也不能为了获得眼前各种物质与名誉奖

励，而是为了科学的求真求美。

参考文献：
［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６０：３７７．
［２］翁筱曼．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Ｊ］．
学术研究，２０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

［３］於梅舫．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行［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７６－８９．

［４］董铁柱．阮元创办学海堂书院之因探析［Ｊ］．扬州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９３－９６．
［５］雍正．选授白鹿洞书院掌教事宜谕［Ｇ］／／陈嘉谷，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５６．

［６］王昶．天下书院总志序［Ｇ］／／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

史资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８５９．
［７］赵尔巽．清史稿·列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８］乾隆．慎选山长谕［Ｇ］／／陈嘉谷，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

料：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５８．
［９］阮元．学海堂章程［Ｇ］／／陈嘉谷，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

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６２９．
［１０］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１３册［Ｇ］．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８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　第４２卷



［１１］邓洪波．中国书院史［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４：

４８５．
［１２］阮元．学海堂章程［Ｇ］／／陈嘉谷，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

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０６．
［１３］朱琳．谈谈广州学海堂的首任八位学长［Ｊ］．今日南国，

２００８（１２）：１６７．
［１４］宋巧燕．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

［Ｍ］．济南：齐鲁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翁心存．学海堂丁亥课士录［Ｚ］．北京：国家图书馆，

１９８５．
［１６］司马光．资治通签［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１４．
［１７］林伯桐．学海堂志［Ｍ］．台湾：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７１．
［１８］季啸风．中国书院词典［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７１０．
［１９］古公愚．学海堂述略［Ｇ］／／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杭

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４０５．
［２０］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０：１２．
［２１］罗欢．略论陈灃教育思想［Ｊ］．教育导刊，２０１７（３）：８７－

９１．
［２２］王建梁．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Ｍ］．武汉：武汉

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３２－１３３．
［２３］陈灃．东塾集：第二卷［Ｍ］．菊坡精舍刻本．１８９２（光绪

十八年）．
［２４］孙培青．中国教育史［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５］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Ｍ］．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７．
［２６］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Ｍ］．上海：上海人民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３．
［２７］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奏陈所拟京师大学堂办法

折［Ｇ］／／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８］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４５．
［２９］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Ｊ］．北京大学教

育评论，２０１３（２）：１０８－１３１．
［３０］程禹文．阮元的办学特色［Ｊ］．教育评论，１９８６（６）：５８－

５９．

（责任编辑：陈丽琼）

９８第１期 朱华伟等：学海堂书院学长制研究


